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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政策⼯具。 21世纪以来, 中国扩⼤其对

外援助的规模, 成为世界主要援助国。 在“⼤国外交”的背景下, 中国愈

发强调其“⼤国”⽽⾮“发展中国家”⾝份。 既有文献却较少关注“⼤国”⾝

份是否延伸且主导中国外援政策。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外援政策中的国

家⾝份与利益。 为此, 本文对中国政府发布的三份援外白⽪书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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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本文发现, 中国的外援政策出现了国家⾝份与国家利益错位的情

况。 虽然“发展中国家”⾝份仍主导中国援外政策, 但援外政策却更多地

反映出“⼤国”利益。 本文认为, 尽管这种国家⾝份与利益的错位有其合

理性, 但这仍会给中国外援与外交造成⼀定的挑战。

关键词 : 中国, 对外援助, 国家身份, 国家利益, 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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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
A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Foreign Aid White 

Papers

WU Yu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Foreign aid is a salient policy instru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wake of the new millennium, China has expanded the scale of its 
foreign aid and emerged as a major donor country worldwide. In the 
context of “great-power diplomacy,” China has been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projecting its identity as a great power rather tha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urrent academic literature offers limited insight 
regar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is informed 
and dominated by its great-power identity. So,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ests in its foreign aid policy. 
To this end, it employs a content analysis methodology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three foreign aid white papers. It finds a mismatch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ests in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Although the developing-country identity remain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there is a heightened reflection of great-power 
interes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mismatch betwee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ests is justifiable; however, it is likely to pos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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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ina’s foreign aid and diplomacy.

Key-Words : China; Foreign aid;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nterests; Great-power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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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对外援助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共和国(以下称, 

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 便开始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 ⾄今已有七⼗

多年的援外历史与经验。 二⼗⼀世纪以降, 中国逐渐扩⼤了其对外援助

的规模。 根据2021年中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援外白⽪书新时代的中国
国际发展合作, ⾃2013⾄2018年, 中国总共向122个国家和20个多边组织

提供了价值2702亿元人⺠币的援助(中国国务院. 2021)。 其中, ⾮洲和亚

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援助的主要对象。 相比之下, 根据白⽪书中国的
对外援助(2011), 截⾄2009年底, 中国累计提供援助的⾦额为2562.9亿元

人⺠币(中国国务院. 2011)。 换⾔之, 中国在2013年⾄2018年这六年间的

援助⽀出就已经⾼于⾃建国起到2009年期间的全部援助⽀出。 鉴于此,

中国已然跃升成为世界主要援助国(donor country)之⼀。

作为外交的⼀种政策⼯具, 对外援助或受到主导的外交范式的影

响, 并为国家整体的外交战略服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

中国的外交战略出现了范式转型 , 即从先前邓⼩平所提出的“韬光

养晦”转变成为“⼤国外交”(Wang. 2019, 15-30)。 “⼤国外交”与“韬光养

晦”的区别之⼀在于对中国国家⾝份的认知的转变。 Wu(2022, 107-149) 认

为在“⼤国外交”下, 习近平主席将当代中国的国家⾝份定义成“⼤国”,

⽽胡锦涛主席则承接“韬光养晦”, 将中国定位成“发展中国家”。 Wu 

(2022, 127-128) 进⼀步认为, 这种国家⾝份认知上的变化导致中国对国

家利益界定的变化, 即“发展中国家”将经济与发展利益视为外交的首

要, ⽽“⼤国”则要求中国构建有助于实现中华⺠族复兴的有利外部环

境。

然⽽, 既有文献却很少考察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是否能够贯彻当下

的“⼤国外交”范式。 尤其是“⼤国外交”所定义的“⼤国”⾝份是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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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导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因此, 本文将重点回答下列三个研究问

题。 (1)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所体现的国家⾝份与利益是什么？是否与“⼤

国”所定义的国家⾝份与利益保持⼀致？(2)如果不⼀致, 导致中国外援

政策中国家⾝份与利益错位的原因是什么？(3)外援政策中国家⾝份与

利益的错位会对中国外援造成什么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

基于中国三份对外援助白⽪书, 即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中国的对外

援助(2014)及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进⾏文本分析。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本

文聚焦国家⾝份提供理论⽀撑。 基于此, 本章将回顾“⼤国外交”背景下

的中国国家⾝份, 以及中国对外援助与中国国家⾝份的关系。 本章还会

指出既有文献的不⾜。 第三章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 第四章展⽰文本分

析的结果。 第五章对分析结果进⾏解释, 并讨论中国外援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是结论。

Ⅱ. 文献综述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本文考察中国的国家⾝份与相对应的国

家利益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实主义与新⾃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

设国家利益是外⽣的, 且是物质的。 相比之下, 建构主义理论则反驳这

样的假设, 提出国际关系是社会建构的。 该理论认为国家利益并不是由

物质所决定的。 物质资源只有通过它们所嵌入的共享知识结构才能获

得人类⾏动的意义(Wendt. 1995, 73)。 因此, 国家利益并⾮外⽣的, ⽽是

社会建构的。 正如Finnemore(1996, 2) 所描述的那样, 利益不是在那等待

被发现, ⽽是通过社会互动建构⽽成的。 那么, 什么内⽣变量决定了国

家利益呢？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份是国家利益的⾃变量。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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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概念之⼀。 Wendt(1999, 224) 把⾝份定义成⼀

种根植于⾏为体⾃我认知(self-understanding), 并使⾏为体产⽣动机与

⾏动倾向的特性。 该理论认为⾝份是社会互动建构产⽣的, 它决定了国

家如何理解与定义国家利益。 因此, 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国家

⾝份的展现(Jepperson et al. 1996, 33-75)。 简⾔之,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国

家⾃我认知的⾝份决定国家对利益的界定, 进⽽影响实现利益的外交

政策。 正因如此, 考察中国的国家⾝份对理解中国的国家利益以及其对

外政策⼗分必要。

“⼤国”⾝份是当代中国“⼤国外交”背景下对中国国家⾝份的界定。

中国对⾃⾝的“⼤国”⾝份的认知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 中国的国

家领导人明确将中国定义成“⼤国”。 例如,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外

交”且“发挥负责任⼤国作⽤”(中国中央人⺠政府. 2017)。 习近平主席还

认为中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

⺠族伟⼤复兴的目标, 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和信⼼”

(中国国务院. 2015)。 由此可⻅, 习近平主席不仅认为中国已然成为⼀个
“⼤国”, 并且具备了⼀个“⼤国”的实⼒。 因此, “⼤国外交”是中国基于
“⼤国”⾝份下的外交范式。

第二, 中国的“⼤国”⾝份还体现在与其他⼤国的共同⾝份与利益。 

2012年,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首次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国关系”。 

此后, “新型⼤国关系”作为“⼤国外交”的⼀部分, 还被中国官⽅⽤来描

述中俄关系。 中国将中美与中俄关系界定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疑表明中国将⾃己定义为“⼤国”。 不仅如此, 中国开始认为⾃己与其他

⼤国存在诸多利益交集。 例如,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于2022年9月

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美两国不仅在经贸、 能源、 科

技、 教育、 人文等双边领域, 还在疫情、 经济复苏、 ⽓候变化、 反恐、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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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扩散等全球性议题上有共同利益(中国外交部. 2022)。 从建构主义的

逻辑来看, 承认与其他⼤国的存在共同利益, 间接表明中国承认其作为
“⼤国”的⾝份。

虽然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政策⼯具, 但考察对外援助与中

国国家⾝份的文献却较少。 Zhang(2020)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随着中

国的国家⾝份的变化⽽变化。 即, 中国⾃建国以来, 国家⾝份从社会主

义国家演变为发展中国家, 再转变成当下的崛起⼤国。 相应地, 中国的

对外援助政策也从以意识形态为导向, 转变以服务于经济利益与⾃⾝

发展为重点, 再转型为以构建负责任⼤国形象为目标。 此外, Wu(2022, 

107-149)认为由于习近平主席将中国定义成“⼤国”, 这使得中国对外援

助政策相较于胡锦涛主席执政时期发⽣了转型, 包括突出中国所应当

承担的国际责任以及对外援助的利他性。 然⽽, 上述文献存在两个问

题。 其⼀, 它们都采取⼀种线性的视⾓来看待中国国家⾝份的演变以及

对外援助政策相应的变化, ⽽忽视了当代中国存在双重国家⾝份的可

能。 例如, Yan(2021)就认为当代中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国”物质实⼒,

但仍把⾃己定义成“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 Wu and Zhang(2021, 123- 

149) 则认为当代中国同时将⾃己定义成“⼤国”以及“发展中国家”, 这导

致中国在参与三⽅发展合作(tr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时表现出

了⽭盾的⽴场。 其二, 它们的分析基于⼀个前提假设, 即中国国家⾝份

可以顺利延伸到中国对外援助政策, 并对外援政策产⽣影响。 换句话

说, 既有文献预设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能够完全接纳并反映“⼤国外交”

所定义的“⼤国”⾝份。 但这种假设可能忽略了对外援助政策的复杂性。

综上, 目前从国家⾝份的⾓度分析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的文献较

少。 此外, 既有文献不仅忽视了中国的“⼤国”和“发展中国国家”双重国

家⾝份的可能, ⽽且可能错误地假设中国的“⼤国”⾝份可以顺利延伸

⾄外援政策。 因此, 通过回答本文所提出的研究问题, 本文将弥补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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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不⾜。

Ⅲ. 研究设计

中国政府分别在2011年、 2014年以及2021年公布了对外援助白⽪书,

即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及新时代的中国国际

发展合作(中国国务院. 2011；2014；2021)。 白⽪书是中国政府为了阐述

重要政策或者报告所发布的官⽅文件。 通过援外白⽪书, 中国政府主要

阐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以及成果。 因此, 对外援助白⽪书对于了解中

国的援外政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将基于这三份援外白⽪书, 通

过对白⽪书进⾏词频统计以及对白⽪书中有关外援政策阐述的文本编

码, 从⽽进⾏文本分析。 为此, 本文使⽤Atlas.ti作为文本编码软件, 使

⽤微词云作为词频统计的⼯具。

首先, 本文对三份白⽪书分别进⾏TF(term frequency)统计以及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统计。 TF统计是最为常⽤

的定量文本分析⽅法。 该⽅法的基本假设是在文本中出现次数越多的

词汇就是越重要的。 TF统计可以快速掌握文本中被反复提及的内容。 然

⽽, 文本中也可能会出现与TF统计假设相反的情况。 即, 反复出现的词

可能并没有重要的意义, ⽽那些出现频次不⾼的词汇对于文本内容反

⽽更有意义。 TF-IDF统计就弥补了TF统计的这点不⾜。 IDF算法假设如

果某个词汇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越少, 那么这个词汇越能够⽤来区分

该文本。 因此, TF-IDF统计同时考虑了简单的词频计数以及IDF的假设。

词汇的TF-IDF的值越⼤, 那么该词在文本中就更重要。

与此同时, 本文所采⽤的文本编码⽅式如下。 为了考察当代中国
“⼤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双重⾝份, 本文将编码分为两⼤类：⼤国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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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以及发展中国家编码。 每⼀类编码项下包括了关于国家⾝份的编码

以及国家利益的编码(⻅〈表1〉和〈表2〉)。 就⼤国编码⽽⾔, 在⾝份编码

组1⼤国中分别有四个子编码。 1.1⼤国定位将⽤来编码白⽪书中指出中

国是⼀个⼤国或者中国与其他⼤国有着共同利益与责任的文本。 1.2⺠
族复兴⽤来编码白⽪书中涉及中华⺠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文本。 古代中

国是东亚地区的⼤国, 并且以⾃己为中⼼形成了朝贡体系。 ⺠族复兴表

明中国期待恢复昔日的⼤国荣光。 1.3发展成就⽤来编码对中国⾃建国

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尤其是物质发展成就, 因为这构成“⼤国”⾝份的

物质⽀撑。 1.4全球治理则⽤来标注涉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本。 

Wang(2019, 27)总结中国的“⼤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

任、 提出更多的倡议, 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其次, 在⼤国利益编码

组3利他中有三个子编码。 3.1共同利益⽤于标注中国出于国际共同利益

的政策内容。 3.2公共产品⽤来编码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政策内容, 

⽽3.3国际责任则⽤来编码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内容。 ⼤国的利益

着眼于全球与全球性议题, ⽽不仅仅局限于⾃⾝的利益与发展。 ⼤国需

要承担国际责任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保持国际机制的运营和稳定, 

这与霸权稳定论的观点⼀致。 从这⼀点看, ⼤国的利益存在利他性。

发展中国家的编码则与⼤国编码相对应。 发展中国家的⾝份编码

组2发展中国家中同样也有四个子编码。 2.1发展中国家定位⽤来编码白

⽪书中指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或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利

益的文本。 2.2百年国耻与⺠族复兴相对。 在1840年鸦⽚战争后, 中国遭

受了被殖⺠的经历, 并逐渐失去了⼤国的地位与荣光。 这让中国与众多

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份认同。 2.3发展问题则⽤来标注

当代中国所正在面临的发展难题或者困境。 发展问题意味着中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 2.4反对霸权则编码中国反对霸

权的文本。 虽然霸权会为稳定国际机制付出成本进⽽体现利他性, 但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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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本⾝也通过国际机制巩固⾃己的霸权地位。 反对霸权则意味着发展

中国家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同样地, 在发

展中国家的利益编码组4⾃利中也有三个与⼤国利益对应的子编码。 4.1

⾃⾝利益⽤于标注中国仅出于⾃⾝利益⽽并⾮出于国际共同利益的政

策内容。 4.2⾃我发展⽤来编码中国仅为了⾃⾝发展的政策内容。 4.3互
惠互利⽤来编码中国认为国家间的交往是基于互惠互利的双赢的内容。 

例如, 就对外援助⽽⾔, 互惠互利意味着中国提供的援助不能仅是单⽅

面的赠与, ⽽应该是中国也可以从提供援助中获利, 体现出南南合作的

双赢性质。 本文认为, 相比于⼤国, 发展中国家的首要利益是发展, 这

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利益与发展服务, ⽽并⾮承担与⾃

己实⼒地位不符合的国际责任与国际公共产品。

〈表1〉 中国国家身份的文本编码

大国编码 发展中国家编码

1 ⼤国
  1.1 ⼤国定位
  1.2 ⺠族复兴
  1.3 发展成就
  1.4 全球治理

2 发展中国家
  2.1 发展中国家定位
 2.2 百年国耻
  2.3 发展问题
  2.4 反对霸权

〈表2〉 中国国家利益的文本编码

大国编码 发展中国家编码

3 利他
  3.1 共同利益
  3.2 公共产品
  3.3 国际责任

4 ⾃利
  4.1 ⾃⾝利益
  4.2 ⾃我发展
  4.3 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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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份与利益的错位

1. 词频统计结果

三份白⽪书的词频统计结果反映出以下两点(⻅〈表3〉和〈表4〉)。 其

⼀, ⽆论是TF还是TF-IDF统计结果, “发展中国家”几乎都出现在前⼗的

词汇中(除了2014白⽪书的TF-IDF结果)。 可⻅, 中国对外援助白⽪书中

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这表明：第⼀, 中国强调对发展中国

家的援助与发展；第二, 中国强调⾃己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份, 是发

展中世界的代表。 相比之下, TF与TF-IDF的结果都没有出现与“⼤国”⾝

份相关联的词汇。 这说明, 中国外援白⽪书中更直接地提及“发展中国

家”。 其二, 统计结果并未显⽰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在三份白⽪书中有着

重要的地位。 中国对外援助常被解读为中国获取经济利益的⽅式。 然

⽽, 除了在2011年白⽪书的TF统计中“经济”出现在前⼗中, 其余结果都

未出现与“经济”相关的词汇。 相反, “技术”和“农业”出现的频次更多。

这表明, 中国对外援助白⽪书更强调技术援助与农业部门, 且在2011年

后, 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下降。 然⽽, 词频的统计只能笼统地展⽰词汇的

重要性, ⽽文本内容所隐含的意义则需要通过文本编码结果来弥补词

频统计。

〈表3〉 TF词频统计结果(前10词汇)

三份白皮书汇总 2011 2014 2021

中国
发展
援助
合作
国家

中国
援助
发展

发展中国家
项目

中国
发展
援助
合作
农业

发展
中国
合作
国际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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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微词云统计整理⽽成

〈表4〉 TF-IDF词频统计结果(前10词汇)

三份白皮书汇总 2011 2014 2021

发展
援助
项目
农业
合作
国际
中国
国家

发展中国家
技术

项目
中国
援助
发展
农业
合作

发展中国家
受援国
援外
提供

农业
发展
合作
⾮洲
项目
技术
援助
国家
提供
援建

发展
国际
援助
项目
合作
国家

发展中国家
技术
提供
建设

来源：根据微词云统计整理⽽成

2. 文本编码结果

在对三份白⽪书中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内容进⾏文本编码后,

共产⽣92个编码引⽤。 〈图1〉展⽰了4个编码组在三份白⽪书中被引⽤

的情况, ⽽〈表5〉则汇总了各子编码被引⽤的频数。 从〈图1〉和〈表5〉中可

以发现, 发展中国家编码被引⽤53次(占比57.6%), 明显⾼于⼤国编码被

引⽤的39次(占比42.4%)。

三份白皮书汇总 2011 2014 2021

项目
发展中国家

国际
提供
开展
技术

受援国
合作
提供
技术
经济
农业

国家
提供
项目

发展中国家
开展
技术

项目
援助

发展中国家
开展
⽀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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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编码组被引用情况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成

〈表5〉 子编码被引用情况

子编码 2021 2014 2011

1.1 ⼤国定位
1.2 ⺠族复兴
1.3 发展成就
1.4 全球治理

2.1 发展中国家定位
2.2 百年耻辱
2.3 发展问题
2.4 反对霸权
3.1 共同利益
3.2 公共产品
3.3 国际责任
4.1 ⾃⾝利益
4.2 ⾃我发展
4.3 互利互惠

4
0
1
2
6
0
0
5

13
4
3
0
8
4

0
1
0
0
5
0
0
2
6
0
0
0
0
2

0
0
2
0
7
0
2
4
2
0
1
2
0
6

总计 50 16 26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整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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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白⽪书中所被编码的国家⾝份⽽⾔, 1⼤国编码组项下的子编码

共被引⽤10次, ⽽2发展中国家编码组项下的子编码共被引⽤31次, 是

前者被引⽤频次的三倍。 不仅如此, 如〈图2〉中所⽰, 每份白⽪书中, 发

展中国家⾝份被引⽤的次数都明显⾼于⼤国⾝份。 ⼤国⾝份被引⽤的

次数直到2021年白⽪书中才有明显的提升, 但仍然低于发展中国家⾝

份。 这与词频统计中“发展中国家”的TF与TF-IDF结果保持⼀致。

〈图2〉 国家身份编码被引用的频次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整理⽽成

此外, 根据〈表5〉, 在2发展中国家项下, 2.1发展中国家定位被引⽤

的次数最⾼(18次), 其次是2.4反对霸权(11次)。 2.3发展问题在2014和
2021白⽪书中没有被提及, ⽽2.2百年国耻则在三份白⽪书中均未被提

及。 这表明2.1发展中国家定位和2.4反对霸权这两个子编码是中国对外

援助政策中发展中国家⾝份的最主要来源。 相比之下, 在1⼤国项下, 

1.1⼤国⾝份定位与1.4全球治理分别被引⽤4次和2次, 且均来⾃2021白

⽪书。 这说明这两个子编码是中国外援政策中⼤国⾝份的主要来源, 且

在2021白⽪书中首次被提及。 〈图3〉和〈图4〉分别展⽰了1⼤国和2发展中

国家编码组项下各个子编码被引⽤的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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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发展中国家身份子编码被引用的占比情况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整理⽽成

〈图4〉 大国身份子编码被引用的占比情况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整理⽽成

就白⽪书中所被编码的国家利益⽽⾔, 3利他项下的子编码共被引

⽤29次, 4⾃利项下的子编码共被引⽤22次。 换⾔之, ⼤国所代表的利益

多于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利益。 不仅如此, 根据〈图5〉, 从2014年的白⽪

书开始, ⼤国利益被引⽤的次数开始⾼于发展中国家利益被引⽤的次

数, 且在2021年⼤幅度提升。 此外, 根据〈表5〉, ⼤国利益的子编码中, 

3.1共同利益被引⽤的次数最⾼(21次), 且在三份白⽪书中呈现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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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3.2公共产品在2021年首次被提及(4次)、 3.3国际责任在2021年提升⾄
3次。 相比之下, 在发展中国家利益中, 4.3互利互惠在三份白⽪书中均

被提及, 且次数最多(12次), 4.2⾃我发展次之(8次), ⽽4.1⾃⾝利益在
2011白⽪书之后不再被引⽤。 这与词频统计中“经济”相关词汇重要性降

低的结果⼀致。 〈图6〉展⽰了关于国家利益的所有子编码在三份白⽪书

中被引⽤的占比情况。

〈图5〉 国家利益编码被引用的频次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整理⽽成

〈图6〉 国家利益子编码在三份白⽪书中被引用的占比情况

来源：根据Atlas.ti统计整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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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词频统计结果与文本编码结果的发现总体保持⼀致。 具体

⽽⾔, 本文发现, 在中国对外援助白⽪书中, 外援政策所体现的国家⾝

份与相对应的国家利益呈现出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1)援外政策展现出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国”的双重⾝份。 ⽽且, 尽管“⼤国”⾝份呈现

上升趋势, 但“发展中国家”⾝份占主导。 换⾔之, 在“⼤国外交”的背景

下, “⼤国”⾝份并未完全延伸⾄中国援外政策。 (2)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

出现了国家⾝份与国家利益错位的情况。 即, 在⾝份上, 发展中国家⾝

份占主导, 但在利益上, ⼤国利益却多于发展中国家利益, 且呈现上升

趋势。

Ⅴ. 错位的原因与对中国的挑战

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份在援外政策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有以

下四点。 其⼀, 中国利⽤“发展中国家”⾝份区分⾃己与传统发达援助

国, ⽽后者中的很多国家曾经是殖⺠国家。 因此, “发展中国家”⾝份帮

助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接触并提供援助时占据道德优势, 以⽅便

利⽤对外援助资⾦换取它们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上的⽀持, 包括对“⼀中

原则”的⽀持、 在联合国体系的⽀持、 稳定的能源与资源供给, 以及减

少对⻄⽅的经济依赖。 这些来⾃发展中国家的⽀持有助于中国保障⾃

己的经济与能源安全并且推⼴⾃己的政治主张和议程。 正因如此, 根据
〈表6〉对被编码文本内容的概括, 共建“⼀带⼀路”的政策内容是4.2⾃⾝
发展的主要引⽤来源。

其二, “发展中国家”⾝份可以让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保持灵活性, 避

免因过多的援助给⾃⾝经济与财政造成负担。 在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对

外援助政策以⽆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为指导, 视对社会主义国家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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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独⽴的⺠族的援助为⾃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然⽽,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

指导的援助忽视了中国经济与财政的实际承受能⼒, 给中国⾃⾝经济

发展与国家建设造成负担(任晓 刘慧华. 2017, 127-131)。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政府扭转了国际主义思想指导对外援助政策的情况, 认为中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够的能⼒承担过多的援助责任, 提出在⼒所能及

的范围内提供援助的政策主张。

其三, “发展中国家”⾝份可以合理化中国不同于⻄⽅的援助理念

与实践, 即互惠共赢的南南合作。 根据〈表6〉, 本文发现“南南合作”是中

国外援政策中“发展中国家”⾝份的主要来源。 换⾔之, 中国始终坚持⾃

己提供的对外援助是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开展的, 与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中国并不完全认同⻄⽅

根据“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定义的发展理念和“良治”(good 

governance) 标准。 中国认为发达援助国在其援助中附加的基于“华盛顿

共识”的结构改革以及良治的政治改革要求是对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干

涉。 因此, 从〈表6〉对2.4反对霸权的概括可以发现,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

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 不干涉内政, 并且尊重各国选择⾃己的发展道

路。 另⼀⽅面,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也可以提升中国对外援助实

践的合理性。 不同于传统援助国, 中国对外援助在资⾦构成上优惠贷款

占据较⾼的比例, 并且在形式上强调⼤型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的建

设。 这些援助项目不仅可以帮助中国承包商获取海外经营的经验、 分享

项目的经济成果, 还可以刺激中国企业出⼝项目所需要的材料、 产品以

及服务。 这解释了为什么4.3互利互惠是在发展中国家利益中被引⽤次

数最多的子编码。 即如〈表6〉所⽰, 中国不认为对外援助仅仅是对发展

中国家的单⽅面捐助, ⽽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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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被编码文本的主要内容概括

编码 内容 编码 内容

1.1 
⼤国定位

⼤国责任；⼤国担当
2.1 

发展中国
家定位

南南合作；最⼤的发展中国
家；⼒所能及地提供援助

1.2 
⺠族复兴

中国梦
2.2 

百年国耻
⽆

1.3 
发展成就

经济增长；综合国⼒上升
2.3 

发展问题
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

1.4 
全球治理

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量；

优化全球治理体系
2.4 

反对霸权

公正平等的国际关系；

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不
干涉内政；尊重各国的道路

选择

3.1 
共同利益

全球性发展难题与挑战；

人类共同发展与繁荣；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4.1 
⾃⾝利益

恢复联合国席位；

对外援助的经济效益

3.2 
公共产品

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带⼀路
4.2 

⾃⾝发展
建设⼀带⼀路

3.3 
国际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
4.3 

互利互惠
互利共赢的对外援助与经济

合作

来源：作者根据被引⽤的文本整理

其四, “发展中国家”⾝份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提⾼在国内的合理

性与⽀持度。 中国⺠众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持度不⾼。 联合国开发计划

署在2017年发布的⼀份报告中显⽰, 只有18.6%的中国人⽀持政府增加

对对外援助的⽀出(联合国开发计划署. 2017)。 熊⻘⻰和⻩梅波(2022, 67) 

在2022年的研究也印证了这⼀结论。 他们发现仅20.94%的中国⺠众不认

同“中国每年对外援助太多”的观点, ⽽持反对意⻅的⺠众占28.11%。 相

比于帮助其他国家, 中国⺠众更倾向政府应该先处理中国⾃己的问题。 

Pew Research Center(2016)的⼀份2016年的⺠调显⽰, 仅22%的中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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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应该帮助其他国家, ⽽57%的人则认为应该先处理⾃己的问

题。 这些⺠调结果表明, 中国⺠众更倾向要求⾃己的政府关注国内议

题, ⽽并⾮援助其他国家。 因此, 中国政府试图使⽤“发展中国家”的⾝

份说服⾃己的⺠众。 即, 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会在能⼒允

许的情况下提供援助, 并不会因为对外援助⽽挤压了⽤于国内发展的

经济资源。 例如, 时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署署长王晓涛在2019年全国政

协⼗三届二次会议开幕会后接受采访时表⽰,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因此会秉持量⼒⽽⾏、 尽⼒⽽为的原则, “精打细算, 确保花好每⼀分

钱”(东⽅卫视. 2019)。  

另⼀⽅面, 本文认为, “⼤国利益”在中国援外白⽪书占据多数且呈

上升趋势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 对外援助是推⼴中国作为崛起⼤国

的发展理念与模式的重要政策⼿段。 Yan(2019, 78)认为如果崛起⼤国的

物质能⼒能够赶超过守成⼤国, 那么它就有机会塑造⼀种新的、 有利于

⾃己的国际规范。 换句话说, ⼤国, 尤其是崛起⼤国, 在物质实⼒提升

之外, 还需要提出新的国际规范。 鉴于中国已然成为综合国⼒世界第二

的国家, 因此除了进⼀步扩⼤⾃⾝物质实⼒之外, 中国还需要构建和传

播新的国际规范, 以吸引更多的追随者。 具体⽽⾔, 中国认为实现发展

并不只有“华盛顿共识”与“良治”所规定的道路与标准, ⽽中国⾃⾝的

发展道路可以成为⻄⽅发展模式的替代选项。 例如,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

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上指出, 中国的道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全新选择”, 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案(中国中央人⺠政府. 2017)。 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新华⽹. 2022)。

正如上文所述, 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发达援助国不⼀致, 其中

传达了中国的发展观以及发展模式。 从这⼀点来看, 对外援助对于中国

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有重要政策意义：它不仅是展⽰中国发展成就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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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传播中国发展模式的⼿段。 因此, ⼀⽅面, 中国需要缩⼩“⾃

利”占援助政策的篇幅, 以减少国际社会对其援助的质疑并提升吸引

⼒。 所以, 不仅4⾃利项下的子编码被引⽤的次数⼩于3利他项下的子编

码被引⽤次数, ⽽且即使在4⾃利编码组内部, 4.1⾃我利益与4.2⾃⾝发
展的被引⽤次数都低于4.3互利互惠被引⽤的次数。 另⼀⽅面, 中国需

要展现出对⾃⾝发展模式的⾃信。 所以, 2.2百年国耻并未在三份白⽪

书中被引⽤, ⽽2.3发展问题也在2011年白⽪书后不再被引⽤。 相反, 在
2021年白⽪书中, 中国经济与国⼒增长则是1.3发展成就被引⽤的主要

内容, 且贡献中国⼒量与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成为1.4全球治理被引⽤的

主要内容。

第二, 新国际规范的推⼴或对现⾏规范的修改需要做相对应的制

度建设或者改革, 并获得国际社会的认可。 这⽆疑要求中国要担任建设

与维护新国际制度的领导国。 因此,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的“⼤国利益”

势必更为突出。 ⼀⽅面, 这要求中国的制度建设或改革的受益面要⼴,

以吸引更多的⽀持者。 所以, 着眼于全球议题与人类发展的内容被3.1

共同利益⼤量引⽤。 另⼀⽅面, 这还要求中国明确⾃己的责任。 因此,

中国在2021年白⽪书中表⽰要为国际社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承担

⾃己的国际责任。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则进⼀

步阐述了中国落实国际责任的重点领域, 表明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将

集中于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贸易、 医疗卫⽣、 农业与减贫、 环境、

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教育(王泺 等. 2019, 85-248)。

然⽽, 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的国家⾝份与利益错位的情

况或将给中国外援造成以下三个⽅面的挑战。 其⼀, 这导致在外援政策

阐述时出现模糊的界定与表述。 例如, 白⽪书中表明中国将提供“⼒所

能及”的援助, 但并没有阐明中国将采⽤何种标准来界定什么是“⼒所

能及”的援助规模。 ⼀⽅面, 白⽪书没有表明是否要以经济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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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所倡导的国⺠收入的0.7%为标准。

另⼀⽅面, 白⽪书也未提出中国所倡导的标准。 ⼜如, 白⽪书中出现了

将中国定义为“最⼤的发展中国家”的表述。 然⽽, “最⼤的发展中国家”

的表述是不清晰的, 很难确定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更强调的是“最⼤”还

是“发展中”。 如果以国家经济实⼒作为衡量援助规模的标准, 中国从经

济总量⽽⾔已然是世界第二⼤经济体, 那么中国的援助规模应该远⾼

于日本但低于美国。 再比如, 白⽪书中要求外援既要“以义为先”⼜要
“互利共赢”。 但是, 白⽪书却没有明确中国将在何时取“义”, ⽽⼜在何

时取“利”。

其二, 对外援助中的⼤国利益与发展中国家利益可能会产⽣冲突。

例如, 〈表四〉中, 3.2公共产品与4.2⾃⾝发展都涉及“⼀带⼀路”的内容,

因此, “⼀带⼀路”既是中国为⾃⾝发展⽽提出的倡议, ⼜是中国所提供

的国际公共产品。 但白⽪书并没有说明如何兼顾这两种不同的利益, 以

及当两种利益出现冲突时如何取舍。 例如, 委内瑞拉是中国“⼀带⼀路”

倡议在南美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双⽅以“石油换贷款”的⽅式实现在能

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南南合作。 然⽽, 委内瑞拉在2014年以来的经济危机

造成中国在该国的诸多投资与中委合作项目面临巨⼤⻛险, 甚⾄停摆 
(澎湃新闻. 2017)。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如何在⽌损且保护⾃己的经济利

益的同时, ⼜发挥“⼀带⼀路”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这将是另⼀个挑

战。

其三, 中国所强调⾃己的“发展中国家”⾝份或逐渐不被⼀些国家

接受。 例如,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23年3月27日通过⼀项法案, 要求终⽌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China Daily. 2023)。 更重要的是 部

分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 也开始对中国的⾝份认知

出现偏差。 ⼀份2021年关于⾮洲的⺠调显⽰, 63%的⾮洲人⺠认为中国

在他们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影响⼒是“积极的”(Afrobarometer. 2022, 8)。 不



『비교중국연구』 제4권 제2호 ▪

230

仅如此, ⼀份2022年的⺠调显⽰, 76%的介于18到24岁的⾮洲年轻人将

中国视为域外⼤国(foreign power), ⾼出美国4%(Bloomberg. 2022)。 此外,

⼀份2022年关于东南亚的⺠调显⽰, 分别有76.7%和54.4%的东南亚精英

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最⼤, 且均远⾼于美国(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2, 21&23)。 由此可⻅,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把中国视

为具有⾜够经济与政治影响⼒的⼤国, 这或让他们对中国承担国际责

任、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援助有更⾼的期待与诉求。 例如, 国际社会或

将进⼀步呼吁中国就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实⼒与综合国⼒的持续增长, 中国外援政策中的⾝份定

位与发展中国家的认知之间的偏差将持续。 届时, 中国该如何在回应发

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的同时, ⼜继续合理化⾃⾝发展中国家定位的

论述？这或成为中国外援的难题。

Ⅵ. 结论

通过对中国三份援外白⽪书的文本分析, 本文发现中国对外援助

政策中更多地体现了中国“发展中国家”⾝份, ⽽并⾮“⼤国外交”所定

义的“⼤国”。 即“⼤国外交”的国家⾝份并没能完全延伸⾄对外援助政

策。 然⽽, 外援政策却更多地展现出“⼤国利益”。 这导致中国对外援助

政策中出现了国家⾝份与国家利益不⼀致的错位情况。 即“发展中国

家”主导⾝份, ⽽“⼤国利益”则更多, 且呈上升态势。 本文认为“发展中

国家”⾝份有助于合理化中国的援助理念与实践、 提升其在国际与国内

社会的合法性和⽀持度, 以及维持政策灵活性。 但在利益层面, 中国作

为崛起⼤国, 除了扩展物质实⼒之外, 还需要传播新的国际规范并建⽴

与维护相应的制度安排。 通过着眼于全球性议题, 对外援助是实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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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利益的有效⼿段。 它不仅可以有助于传播中国的发展理念, 还能提

升中国发展模式吸引⼒。

然⽽, 尽管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份与利益的错位因其合理性或

将持续, 但仍然会给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造成⼀定的挑战。 第⼀, 中国外

援政策出现了模糊的表述与标准。 第二, 两种不同⾝份的利益或产⽣冲

突。 第三, 随着⾃⾝实⼒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的上升, 中国或

将越来越难以持续其“发展中国家”⾝份的论述。 因此, 为了应对上述挑

战, 中国在未来需要进⼀步权衡两种国家⾝份给中国外援与外交带来

的利弊, 以做到在对外援助政策中的国家⾝份与国家利益的统⼀。

투고일: 2023.05.09. 심사완료일: 2023.06.04. 게재확정일: 202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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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국문요약(번역) 

중국의 해외원조 정책에서 국가 정체성:

해외원조 백서에 근거한 내용분석

해외원조는 중국 외교의 중요한 정책 수단이다. 21세기 이후 중국은 해

외원조의 규모를 확대하여 전 세계적으로 중요한 원조국이 되었다. '강대

국 외교'의 맥락에서 중국은 갈수록 개발도상국이 아닌 강대국으로서의 정

체성을 강조하고 있다. 기존 문헌들은 강대국 정체성이 중국의 해외원조 

정책으로 확장되고 지배될 수 있는지에 대해 거의 관심을 기울이지 않는

다. 따라서 본 논문은 중국의 해외원조 정책에 대한 국가 정체성과 이해관

계를 고찰한다. 이를 위해 중국의 3부 해외원조 백서에 대한 내용분석을 

실시한다. 그것은 중국의 해외원조 정책이 국가 정체성과 이익 사이의 불

일치를 보여준다는 것을 발견했다. 비록 개발도상국의 정체성이 여전히 

중국의 해외원조 정책을 지배하고 있지만, 강대국의 이익이 더 많이 반영

되어 있다. 이 논문은 이러한 국가 정체성과 이익의 불일치가 합리적이지

만 중국의 해외원조와 외교에 도전할 것이라고 주장한다.

주제어 : 중국, 해외원조, 국가 정체성, 국가 이익, 강대국 외교






